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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人文 C3

■■ 闻泉新闻泉新

探究陆维钊探究陆维钊碑帖融合的书学之道碑帖融合的书学之道

平湖版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无论从其文学意义还是艺术
价值而言，其传世经典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地
位，是不可撼动的。虽然，《兰亭集序》的真迹早已不知
所在，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唐摹本或宋拓本，而且这
些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据冯承素对唐神龙
年间的摹本考察，在这325字的作品中，有一处补写、一
处涂抹、六处改写，如在第四行补写了“崇山”二字，第二
十五行涂掉了“良可”二字等。另有清初吴楚材的《古文
观止》对《兰亭集序》也有“增一字，改多字”的评注，即在

“不知老之将至”句首增“曾”字，“悟言一室之内”的“悟”
应为“晤”，“趣舍万殊”的“趣”应为“取”等等。对《兰亭
集序》的评注古今颇多，有肺腑之言，也有吹毛求疵，但
无论如何，《兰亭集序》自癸丑“三月三”四十四位文人墨
客在兰亭雅集并由王羲之一挥而就至今，无论是其真迹
是否被唐太宗带进昭陵，还是出现如“定武兰亭”和“神
龙兰亭”等不同的碑刻（拓本），都不会改变《兰亭集序》
在历史长河中的艺术价值和书家心中的“教主”地位。
因为正是王羲之，他使中国书法从古体的隶、篆中脱胎
换骨又脱颖而出，实现了中国文字体式如楷、行、草等的
变革，所以他是无可争议的奠基人，而且，摆脱了中国书
法附庸于文字、服务于装饰的亚艺术地位，使线条与字
体、章法与风格、笔墨与结构、人文与个性等等，都独具
创新价值又符合审美趣味，成为表现人格个性、诗意情
怀以及人文价值选择的显著载体。

在哲学思辨与文化传承的作用下，历史长河中总有
许多不可能磨灭的鲜明印记，成为人类历史不断发展与
繁衍的重要“基因”。与晋朝王羲之时代时差近1600年
的清末民初，虽国事混乱，民不聊生，却又是“乱世出英
雄”，这其中既有赳赳武夫，更有别开生面独具匠心的众
多文化人，甚至是堪称大师级的人物，毋庸置疑，陆维钊
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继承传统
经典，继而创新创造，其书法实践及理论研究、诗词人文
思想等都有独到建树，具有不可替代的典范意义。陈振
濂先生在《论陆维钊书法风格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写道——

在未来书法史上对这一时代的书法进行评价描述
时，陆维钊的书法是绕不开的。就象晋韵有王羲之，唐
法有欧阳询、颜真卿，宋意有苏东坡、米芾、黄山谷一样，
陆维钊之于当代书法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显然，陆维钊先生是20世纪中国书坛最富有探索精
神和卓然自成风貌的书法大家，其人格魅力和艺术才情
颇使后来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晚辈虽不能至，然心
向往之，在此试从哲学视角探究陆维钊先生碑帖融合书
学之道。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碑与帖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着兴衰交替的铁律，无论是
自然世界，还是历史社会。儒家是中国最大的学术流
派，从今天回溯，它的兴衰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儒家
自身能不能做到“反身而诚”，以及政治上对儒家的捧
摔，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儒家是西汉时汉武帝接受了
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成为登上帝王
之位的官方学术思想，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都借此
成为主要的统治手段。三国时期，儒家思想有衰微之
势，到隋唐时期，佛家思想几乎占据要津，直到宋明理
学，才又恢复儒家思想，但宋明理学和儒家基本思想并
不完全相同。到晚清时期，便有思想家对于宋明理学进
行了批判，主张实学，务实入世。以读书识字的文化人
为主体的中国书法自然也不例外。碑学和帖学是从清
乾嘉之际的碑学逐渐兴起才分而称之的，此前学书基本
就是学帖学，而“碑学运动”可以说是清末民初时期书法
领域最为显著的时代符号象征。

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金石学家庄严先生在
纪录片《台北故宫》中揭示道，书法是有生命的，因为它
流转有序。此言何解？因为在中国书画作品流转的过
程中，会有新的文化、艺术、人文、历史等元素会渐次丰
富作品的内涵，其现象表现为收藏者往往会在收藏的作
品上盖上名章，也许还要跋后等等，这也就是帖的最大
特点之一。

帖从形式上看绝大多数是宋代以来的刻帖，从内容
上看则主要是王羲之以来的书法传统，包括小楷书、行
草书以及章草书等。碑，是指石刻文字以及金属铭刻文
字，包括金石铭文、秦代石刻篆书、两汉石刻隶书，也包
括唐代楷书。但从清代碑帖之争的实际来看，碑并不包
括唐碑，它主要是指书写隶书的汉碑和书写楷书的魏
碑。当然，碑帖之争中，对碑的推崇并不限于碑中已有
的书体，其核心在于用汉碑尤其是魏碑的书法风格来影

响行草书，所以既发生在不同书体之间，也发生在同种
书体内部的不同风格之间，涉及到雅与俗、文与质、阴柔
与阳刚等的审美差异。

帖学衰落既有自然流续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影响。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
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而所谓帖学之坏，看其对二王
书迹勾摹本及刻帖的评价就可明了：“二王真迹，流传惟
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绛》、《汝》佳
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
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的确，宋朝刻帖已使
二王真迹、六朝遗墨大都不可复睹，元赵子昂虽力导书
画复古，但在先贤遗墨不可复睹的情况下，其创作成就
难比晋、唐、六朝，而董其昌温文尔雅的书风也表明欲复
古而无奈，只显靡弱。虽然，清初康熙皇帝好书，尤其喜
欢董其昌的书法，使董书风靡天下。而乾隆好子昂之
风，又使赵孟頫书风盛极一时。再者，由台阁体到馆阁
体，也都证明了帖学的靡弱，虽然张照、刘墉、王文治、梁
同书、翁方纲等人都有一定的成绩和影响，但明眼人都
能看出，新意不多，难敌大势。

碑学的兴起正是借帖学的衰微之机而乘势发展起
来的。由于人们从思想上厌恶已衰退了的走向靡弱和
薄俗的帖学，而从物质上又有了逐渐出土的大批碑志造
像等可供文人书家们研究、借鉴和学习的实物和各种学
习材料，碑学的兴起就显得很自然了。至清末民初，碑
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像吴昌硕、康有为、赵之
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等一大批碑学名家。丁文隽
在《书法精论》中这样总结清代碑学的发展脉络——

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
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尔。

其中，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被誉为“清代碑学运动的
三大重镇”。碑学理论经过阮元的伐木开道、包世臣的发
展完善到康有为的鼓吹休明而达到高潮。清代的书法发
展总体上可以分为帖学延续、碑学兴起、碑学深化三大阶
段，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兴衰也各有不同，而且这两种倾
向在较长时期内既有冲突也有融合。但尤其是随着碑学
的深化、细化的持续演进，到清末民初阶段，笔者认为，无
论从书学理论还是书法实践，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时代
审美，碑学优于帖学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二、陆维钊碑帖融合的审美思维

对立统一规律是世界上的根本规律，任何事物的
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双方又
统一又斗争进而推动事物的发展。从碑帖各存，到碑
帖相争，再到碑帖融合，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也在书法
艺术中得到了充分展示。陆维钊先生正是在锲而不
舍的艺术探索之中运用了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并将对
立统一规律的哲学审美思维作为书法艺术理应追求
的终极目标。他曾对当时浙江美院中国画系的学生
谆谆告诫——

时人好尊魏抑唐，或尊唐抑魏，一偏之见，不可为
训。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原可并行不悖，正如汉
学、宋学不必相互攻讦也。前言魏碑长处，在其下笔朴
重，结体舒展，章法变化错综。而唐碑则用笔遒丽，结体
整齐，章法匀净绵密。就学习而论，学魏而有得，则可入
神化之境；学唐而有得，则能集众长，饶书卷气。

又如，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诸家推崇南北朝碑
刻，认为南北朝碑刻保留了真实的六朝古法，却对刻工
之精粗并无辨析。而陆维钊先生对由刻工造成的笔法
改变有清醒的意识，他在讲述六朝碑刻时说：“然除《始
平公》外，每有刻工不慎，频见败笔之处，学者须以意得
之可耳。”但他并不因此贬抑碑石与刻帖，“或者以为碑
帖损蚀，不易如墨迹之能审辨，此仅为初学言之。如已
有基础，则在此模糊之处，正有发挥想象之余地。想象
力强者，不但于模糊不生障碍，且可因之而以自己之理
解凝成新的有创造性的风格，则此模糊反成优点”。显
见，陆维钊先生是将清代碑学的尊魏卑唐易之为尊晋唐
而卑宋元，他认为苏轼、黄庭坚、赵孟頫、文徵明诸家“均
袭唐人笔法，无特殊之点”。而对行草书，他则有“前者
富神韵，见含蓄，胜于后者”之论。他之所以推唐迈宋，
是因为“唐之真书乃集汉魏六朝融合而贯通之者，而宋
之行书乃集唐之真草融合而贯通之者，故宋人气息不能
高于唐人，而唐人气息可几魏晋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陆维钊先生不仅没有尊碑薄
贴，反而从哲学对立统一的角度和书法艺术的要求，道
出了碑帖之异的真正原因和碑帖融合的价值之所在。

陆维钊先生深受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遵循
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和发展观，深知运动着的物质世
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因此，他将“复杂的感觉
的美”作为中国书法精义的重要表现范畴，主张碑帖兼
收并蓄。他对历代名迹无不遍临，经常临习的碑帖就有
百余种。他认为碑、帖皆可学，学碑不必轻帖，学帖不必
轻碑，两者也无所谓优劣。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章祖安先生评说道，陆维钊先生于艺事，从无门户
之见，于书法也不喜言讲碑学与帖学之别。陆维钊先生
还对碑帖学代表人物及其成就加以思辨，并从中吸取精
华。他认为近代只有赵之谦和沈曾植两人是成功的，他
对赵之谦的评价是“聪明之极”，把魏碑写活了。而对沈
曾植，则更是他一生心慕手追的对象，早年书作《钱孝女
淑贞墓碣》已可看出明显学沈，并一直持续至晚年。而
沈曾植出神入化的方笔，直接影响了陆维钊先生的用
笔，加深了他对古代书迹中方圆兼施的理解。

在汲取碑学精华的同时，陆维钊先生还广博帖学，
尤其是晚年受张宗祥先生的影响，对“兰亭”产生浓厚兴
趣，尽管年岁已高，但他依然谦逊严谨，用拷背纸复在
《兰亭序》帖上反复临摹近百通（有的认为一百多通）。
他认为书法作为艺术，不能只满足于写好字，而应上升
到艺术审美的台阶。他主张应从临摹而渐入，取其意而
酌存其貌，以达到创造创新的目的。他先碑后帖左右逢
源，既写出了或苍劲或雄浑的碑气，雄强大美，又有帖的
灵气渊雅，线条唯美，格局大气，内涵深邃，他始终坚信
只有在深厚传统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创好新意。

三、陆维钊碑帖融合的创新实践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到
一定程度引起质变产生新质，然后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
始新的量变。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
形态。陆维钊先生学富五车，临池水黑，他先走学碑之
路，且大半生都在碑书之中，自六朝碑志入手，尤得力于
《三阙》、《石门颂》、《天发神谶》、《石门铭》、《爨龙颜》诸
碑，但他渐悟不学帖所造成的难于写行草书的弊端，因
此中年以后，融汇百家，遂成气象；晚年腕力不衰，笔耕

不辍，书学大为精进。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如是评价
陆维钊的真行草书——

综合披览，使人感到纯乎学人手笔，饶有书卷清
气。无论大小幅纸，不随便分行布白，有时真力弥满、吐
气如虹，有时碧山人来、脱巾独步，得心应手，各有风裁。

沙先生与陆先生是同道挚友，陆维钊先生经常谦卑
地说自己是业余的，沙先生才是专业的。而沙孟海先生
这样专门评价陆维钊先生的真行草书，我想不仅仅是对
陆维钊先生书法水准的公正评判，而是更包涵着对书法
界就陆维钊先生重碑弱帖这一片面评说的有力回应。

陆维钊先生富有激情的创作，根本上是性之所偏，
资之所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通过强烈的对比以达到唯
美的统一。笔法具有厚中有灵、峻而能涩、有节有律、文
质兼备等特色，奔放而能收敛，苍老而含秀润，清健而有
厚重，雄强亦具雅丽。结构中大小、疏密、长短、收放、开
合、聚散等各具形姿，不故作动势，章法虚实、断连在和
谐的基础上显生机。无论大幅或小品，都以铺毫沉厚为
本，笔墨得写意之气势，指力实、腕力紧，力敌万钧，气势
恢宏；在作品内涵上，充分展现了陆维钊先生丰富的人
生阅历和超强的坎坷磨练，这是他对生活、生命的理解
与阐述，在大气雄强的笔墨意象中确立了自我。

“蜾扁体”（也称“陆维钊体”）这是陆维钊先生最富
个性的代表，是他融书法、美术以及诗词人文思想为一
体的结晶。这种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书体，是他在长
期探索实践中不断吸取、反复琢磨而创造出来的，是陆
维钊在书体上的重大突破与创造，也是对当代书坛的杰
出贡献。陆维钊先生独创“蜾扁体”，是一个极为艰难的
过程，几十年毕其功于一“体”。陆维钊先生在七十五岁
时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学书历程——

余之学书实绍兴潘先生锦甫启之，学颜《多宝塔》，
时余年十二，其后陆伯筠先生则教余篆隶，终身不能忘
也……《三阙》、《石门铭》、《天发神谶》、《石门颂》，余书
自以为得力于此四碑。

其所创扁篆，即立基于《石门颂》，从其代表性作品
如《白居易忆江南》、《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
年）》、《毛泽东长征诗句百花齐放》、《鲁迅先生送日本
作家增田涉君归国诗》等，可见一个有胆识有智慧有能
力的艺术家总能穿越边界大胆求变而攀登高峰，从而
挣脱前人窠臼。晚唐释亚栖云——

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
立之体。

陆维钊先生以明确、清醒而强烈的个性意识，着力
于篆隶的交融，改变了既往篆隶的凝固状态，这种审美
价值的发现和创造，既凸显出其篆隶书独具的特色，又
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美学情趣，更是陆维钊先生在书法艺
术创作过程中，对书学融合哲学思辨的重大贡献。

四、陆维钊碑帖融合的艺术价值

马衡是著名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为保护文
物和保存北京故宫作出过重大贡献。1927年，他在被推
选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时谦虚地说了四个字：“五十
而学。”因为当时的马衡先生将近五十岁了。而在马衡
先生谢世7年后，一位“编外老将”在中国书坛开创了一
项全新的事业。1962年，在潘天寿院长的积极倡导下，
陆维钊先生负责筹备浙江美院书法篆刻专业工作，次
年，浙江美院书法篆刻科正式开学，陆维钊任科主任。
所以笔者想借用马衡先生的话来套写四个字：“六十而
越。”因为此时的陆维钊先生已六十出头。之所以说其
是“编外老将”，因为这位书坛老将始终谦卑地称自己不
是一个搞书法专业的人，更不是第一流的书家。当然，
识才也重才的潘天寿曾笑着对陆维钊先生说：“你也不
是三流书家。”

书法在以往没有进入过高等教育，从无到有，陆维

钊先生要面对一大批复杂的建构工作，更难的是要改造
一代人的思想——书法不就是写字吗？它有什么值得
在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中教与学？那时，不但外专业的
人有此误解，就是本专业的书法篆刻教师也未必全然赞
同。然而，在创立书法专业的过程中，陆维钊先生的奋
发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他要将书法从与其他人
文学科相混同的泛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走向书法自为
的学科道路建设；另一方面，要在积累的基础上寻找书
法创作发展的出路。他以天资、学养、功力三位一体之
资，引导学生畅游于书法经典之中，从临摹到创作、从碑
学到帖学，从篆隶到行草，从书体、笔法、风格等方面，提
醒学生注重继承与积累，并将继承前人成果与高难度基
本功训练看成是创新的起点，做到精神放纵、工笔细摹、
工写结合。在教学中，他专注于传统书法文化精神，强
调学生要为书法表现努力增添深厚之基础和推陈出新
之意旨。言传身教，作品说话，他以气大、品高、艺精、境
深的审美理想，在对传统的精研中找到与心灵相契合的
书写形式，尤其是那种“亦碑亦帖”的书法语言，以雄大
满实的主体风格，在笔墨语言中尽现出自然生发的生命
形态。应该说，书法专业的创办，不仅为陆维钊先生自
身的书法艺术成就再创高峰创设了条件，更是为在中国
高等教育中传播书法文化弘扬书法艺术开辟了新天地，
因此也可以说，职业书法教育与专业书家的角色使他寻
求突破的责任与使命才变得更为沉重和远大。

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陆维钊先生的书学思想
就已经形成，其所著《中国书法》（亦即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出版的《书法述要》）于 1948年由华夏图书公司出
版。此书对书法渊源、各家风采以及临摹方法、创作技
巧、人文修养等等，论述精辟，内涵丰富。比如书中对碑
帖有这样的描述——

或者以为碑帖损蚀，不易如墨迹之能审辨，此仅为
初学者言之。如已有基础，则在此模糊之处，正有发挥
想象之余地。想象力强者，不但于模糊处不生障碍，且
可因之而以自己之理解凝成新的有创造性的风格，此模
糊反成优点。正如薄雾笼晴，楼台山水，可由种种想象
而使艺术家为之起无穷之幻觉。此则临摹之最高境
界。所谓由古人而出，进成自己之推陈出新也。

而对于如何学习书法，他认为在明晰范本风格类型
后，学书者便可有针对性地择其所好进行临习，但个性
化的学习并不是固执一端或一成不变的。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授课中，他提出“从风格中，悟到复杂的辩证的趣
味之重要”、“美的感觉愈多愈好”、“美的感觉相辅相
成”，并例举“圆融兼飞逸、质朴”、“方峻兼清健”、“秀润
兼静穆”种种。这样的学书道路，既尊重学书者的个性，
又扩展、提升学书者的个性。当然，尊重并且成全学书
者的个性的教育观，不以道理的训示为要务，而是引导
学生自己从范本中发掘艺术的真谛。这种教育观也不
以培养手法一律的能工巧匠为要务，而是以个性的成全
为最高目标。他这种“因材施教”的书法教育思想，对
于当代书法教学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彰
显了陆维钊先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也是他对人在历
史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可以说是中国
书学教育最早谱系中从不落伍的一种精神象征。

陆维钊先生的一生，坎坷磨难，常人难于想象。他还
未世父先逝，中年丧妻殁女，晚年事业夭折（“文革”时，刚
刚创办的书法专业停办），身患重症，但他以超人的毅力，
豁达的心境，承受命运之殇，且又因家风正道，潜心学问，
兼修文史哲医，躬耕诗文书画，五体兼长，他将诸多的精
神内核融会于个体的修行实践，承载着一种中国艺术大
家的范式。卓著成就的背后，是孤独的身影、坚守的德行
和强大的内心。“字如其人”，这是书法界最简单的陈述，
而陆维钊先生就是在“字如其人，人如其字”这一大道至
简的人生哲学践行中，成为一代宗师、一座丰碑。
（注：本文作者系嘉兴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陆维钊（1899-1980）

陆维钊临《兰亭集序》（局部）

陆维钊在西泠印社为日本书法代表团作书


